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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探討，也沒有跟傳統公共政策領域的文獻對話。為了彌

補上述缺口，本文先透過文獻的檢閱，針對創新的定義、創

新的分類以及公共政策分類進行整理。接下來再透過

1999-2013 共 15 年間我國地方政府所推出共約一千個創新

政策（也就是從未在其他地方施行過的政策）的資料庫，以

地方政府為分析單位進行縱貫性模型統計分析，比較管制、

分配、以及服務型創新各自受到哪些影響因素而產生，將公

部門創新的研究與傳統公共政策的文獻進行結合。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類型創新政策所受到的驅動因素差

異甚大，與著名學者 Lowi 的權力場域推論也不吻合。除了

提升公務員本身知識的水準（教育程度）為各類型創新產出

的共通因素外，管制型創新為了回應都會環境複雜度的需

要，主要出現在直轄市地區。分配（福利）型創新則是因社

會需求出現與預算資源配合而產生，在此情況之下，如何提

升偏鄉地方政府對社會福利性創新的提出能力，變成是分配

（福利）型創新發展的重要工作。服務型創新除了上述要件

的滿足之外，更需要的是政治環境壓力的刺激。  

關鍵詞：政策創新、地方政府、政策類型、分配性政策、管制性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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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創新」指個人或組織決定採用一種突破以往運作模式的新

方法、新產品、新管道、新措施、新政策、或是新想法（Walker, 

2006; Rogers, 2003; Damanpour and Schneider, 2009），這個過程

一直都被視為是回應環境變化，提升組織績效的重要方法。
1
 近

年來經常聽到某些知名企業因缺乏創新，忽略了快速變遷的環

境，導致產品逐漸失去商業市場青睞的例子，
2
 顯示創新對於組

織存續的重要性。  

相對於私部門，雖然缺乏創新不會使公部門直接消失，但卻

相當可能因此讓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下降、產生治理績效不彰、

公共治理的危機（李仲彬，2013a），尤其社會環境持續不斷地

劇烈變化，傳統的公共組織、制度設計與服務方式，不再能夠符

合社會與人民的需求，需要注入一些「創新」以快速反應環境變

化，解決環境變遷所帶來的挑戰（Behn, 1997）。著名的公共行

政學者 Dwight Waldo（1980: 146）就曾經說，對於未來社會的

各種預測，沒有任何一個會比預言未來社會將會更複雜，以及預

                                                        

1. 有關「創新」對組織之重要性，有許多的國內外文獻可提供支持，例如 Bason, 2010; 

Cooper, 1998; Damanpour and Schneider, 2009; O’Connor et al., 2007; Rogers, 2003; 

Walker, 2006; 江大樹，2005；莊麗蘭，2010；李亭林，2008；陳暉淵，2009；廖永靜，

2008；劉坤億等，2012；陳家聲，2010；韓保中，2013；廖麗娟、林嘉琪，2013等。 

2. 近來相當有名的例子如芬蘭的手機廠商 Nokia，原本是全世界手機銷售量最大的廠商，

因為無法跟上時代的潮流，落得在 2013 年被併購。另外一個也是手機的例子，原本

盛極一時的加拿大「黑莓機」廠商 RIM，終究不敵智慧型手機的狂潮，於 2016 年 9

月宣布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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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社會變遷將更活躍來得準確。比較麻煩的是，私部門的運作因

為比較彈性靈活，推動創新的工作相對單純容易，但公部門創新

卻常必須突破種種組織 DNA 的限制（Bason, 2010），打著追求

公平而謹守統一作法（rountinization）的政府，相對也損害了政

府對特殊事件的回應性與對變遷世界的適應力（Altshuler, 1997: 

40），這是公部門體系的問題。為了持續保持或提升公共服務的

績效與品質，公部門對能夠因應環境變化而進行變革的能力有強

大的需求（Kiel, 1994），如何找到推動公部門創新的關鍵，就

變成實務上非常重要的議題。  

在上述背景下，為了提升組織的創新產出，理論與實務都做

了一些努力。實務上，各式各樣的組織都有提升創新能量的做

法，例如透過多種管理的技術（例如員工授能、透過職務輪調增

加工作多樣性、以產學合作引進組織外人力、籌組創意團隊…

等），提升組織人員的創新意願與技能。學術研究上，也有許多

關於組織創新的研究出現，核心的關注當然就是回應上述實務上

的需要，探討在什麼情況之下、什麼因素可以提升組織創新產出

的問題，目前的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因素大致上可以被區分成個

體人員、組織、以及環境、政策等不同層次（相關因素的詳細介

紹請見本文第二節和第三小節），例如組織層次上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財政的寬鬆度（例如 Damanpour, 1991; Choudhury, 2007），

由於「創新」本身是一個現有機制與服務流程之外新增加的成

本，因此在滿足日常支出之外，仍擁有越多臨時性與彈性財務資

源運用空間的機關，或是預算較充足的機關  (Walker, 1969)，其

發展創新的機會就會越高；或是在環境層次上，因為政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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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learning)、政策移植  (policy transfer) 都是創新的來源，

因此組織所處「學習環境」的特質，例如府際關係的競爭程度  

(Berry and Berry, 1990)，或是 Walker et al. (2011) 所發現的環境

中的政治壓力，都是重要的創新關鍵；當然，亦有研究發現是著

重在創新政策本身的層次上，認為新政策本身執行方式與組織的

相容性、複雜度、相對優勢…等，都是一個很重要能否受到採用

的因素  (Rogers, 2003)。總之，與「創新」相關的研究相當多，

根據 De Vries et al.（2016）的統計，在 1990-2014 年之間，已經

有將近 200 篇針對公部門創新所做的學術研究，可見此議題在政

治行政領域的重要性。  

相當可惜的是，即使有如此多的研究進行關注，這些影響政

府創新因素的分析，至少還有兩個待填補的缺口。首先，現有研

究大多是針對單一創新個案（例如博弈政策、性交易合法化、死

刑合法化…等政策）進行政策採用與否的分析，做了不管哪種創

新（政策），其發展階段模式都會相同的大膽假定。然而這個假

定是很不合理的，不同類型創新是否會有不同影響因素的問題，

在目前的文獻中被嚴重忽略（有關這個缺口的問題，亦可參考

Jaskyte, 2011; Makse and Volden, 2011; Boushey, 2012; 

Nicholson-Crotty et al., 2014 等文獻，都有相同的觀察）。第二，

與現有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理論的對話不足（De Vries et al., 

2016），以公部門創新分類為例，以往研究都是依循企業部門管

理或技術創新的研究脈絡來區分公部門創新的類型（例如區分成

技術創新、產品或程序創新，或是區分成漸進性創新與激進式創

新），即使公部門的創新也是一種公共政策，創新作為的背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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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著政府行為都會有的分配、管制、重分配…等特質，且政策

發展過程通常和政治環境或官僚體系特質有相當大的關係，但公

部門創新的分類與發展的研究，因為都未以傳統公共行政的研究

架構進行，忽略了與公共政策本身脈絡的結合（Mahroum, 

2013），以致於目前政府創新研究難與傳統公共政策的文獻對

話，換句話說，現有公部門創新的研究，仍無法回答當公部門創

新具有分配性、管制性特質時，其影響因素是什麼，以及是否會

有差異的問題。  

上述學術研究的缺口，若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談，亦即忽略了

理論模式建構所需要的內在與外在效度，因為單一創新的研究結

果不一定適合所有型態的創新，且創新的考量與發展應該是一個

長時間的建構過程，必須要有一個全面性的資料蒐集與模型分

析。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希望透過一個橫跨 1999-2013 年的

長時間追蹤調查，以普查的方式蒐集所有類型創新的個案，在個

案的代表性與完整性較高的情況下，對創新進行與公共政策脈絡

足以產生對話的分類（區分成管制型創新、分配福利型創新、以

及服務型創新），最後以地方政府為分析單位，比較不同類型創

新的影響因素，進而在實務上提出不同類型創新提升方法的建

議，以及在學術上進行創新研究與公共政策學術領域對話。回答

的主要問題是：影響不同類型政府創新的因素為何？  

以下的章節安排，第二節將先界定創新意義與類型，並依循

傳統公共政策領域進行政策分類時的觀點，論述不同類型的創新

適合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產生，嘗試讓創新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兩

個領域進行對話，另外也將談論影響創新的因素，並歸納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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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人員、組織、與環境四大層面；第三節是延續文獻回顧的歸

納，進一步說明本文所使用的資料與研究分析方法；第四節為我

國各個地方政府各種類型創新的量；第五節以後為模型分析的結

果與討論。  

貳、文獻回顧 

一、政府創新的意涵與類型 

創新的類型相當多元，每一種所面臨的困難度、不確定性程

度都不同。一般來說，「創新」可以是一個流程、產品、服務的

方式…等，也能是一種觀念或想法（Mulgan and Albury, 2003；

Damanpour, 1991；Borins, 2002），只要被所採用的個人（或組

織），認定為在自己（或組織）本身過去的歷史當中從未使用過，

就是一個創新的產生（Krause, 2010；Thompson, 1965; Becker and 

Whisler, 1967），亦有研究認為，創新是針對某個問題或是需求，

以不同方式去達成某些目標和解決問題的行為（Koch and 

Hauknes, 2005; Rogers, 2003）。雖然有人認為發明（ invention）

就是創新，但事實上發明和創新並不相同，「發明」指的是創造

一個新的事物，而「創新」則是指將新的事物加以使用（Mohr, 

1969）。Amabile et al.（1996）則更進一步地認為，必須要成功

的執行或實施創意構想，才稱得上是創新。若聚焦在公部門，「政

府創新」指過去政府未曾有的政策、計畫或行政行為，也就是政

府採取全新的作法來應付公共治理需求並帶來正面效果。總之，

創新即為該領域中從未出現過的，其目的為解決問題、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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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組織或個人在管理上的效率與便利性。  

創新的類型相當多，但多從私部門環境的脈絡下歸納而來，

Bingham（1978）依照實體與非實體區分成產品與程序創新；Koch 

and Hauknes（2005）將創新區分為產品創新、管理策略的創新、

系統創新、概念（觀念）創新、激進的理性變更等；Windrum（2008）

認為創新有六種，分別是：(1) 服務上的創新：指藉由引進全新

的產品或是服務來改善既有的產品，同時包含了實體與非實體的

內涵；(2) 服務提供方式的創新：針對服務、產品在交付他人時，

改變其遞送的方法，或透過其他方式和他人有所互動，而遞送的

方法之改變可能因為新技術的產生或新流程的應用；(3) 管理及

組織創新：改變組織的管理方式、結構、程序或規則，提供一種

全新的形式；(4) 概念上的創新：發展出一套全新的觀點以鞏固

既有的服務或是組織的形式，在此面向內概括一種（新）的使命、

目標、策略及理念；(5) 政策上的創新：指政府機關在行為上的

改變，又分成兩種型式，一種是以政策學習為基礎的漸進性創

新，另一種是以概念創新為基礎的激進創新；(6) 系統創新：指

與其他在同一個社會系統的成員、組織，在互動方式上的改變。

Krause（2010）將政策創新的類型，分為「激進性」與「漸進式」

創新，並定義「漸進式創新」為解決一個長期、慢性問題的作法，

激進性創新則是回應緊急情況的需求；而 Mulgan 與 Albury

（2003）則將創新劃分成「漸進式創新」、「激進式創新」、「系

統性或變革性的革新」，其中「漸進式創新」概念化為針對組織

內部的構造、組織之間或內部的關係及動態上做小幅度的變動，

即使是小幅度的變化，仍對公部門提升、效率的增加上扮演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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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輕重的角色。  

上述創新大概都是歸納自國外的案例與文獻，事實上，我國

政府在創新發展上亦有不錯的成績。我國自 2009 年開始辦理「政

府服務品質獎」至今，發掘出來自全台灣各層級政府約 300 個得

獎作品，其中許多是相當創新的個案，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歸

納，過去的得獎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包括領導者支持與團隊

精神、形塑組織發展願景及推動策略、善用圖表與分析、導入

PDCAB（計畫、執行、檢討、改進、標竿學習）循環管理模式、

重視服務評價結果、流程簡化（例如不出門能辦大小事、臨櫃服

務一次完成）、主動服務、因地制宜等，比較可惜的是，如此的

特徵分類並不具系統性，比較難產生政策學習的效果（李俊達

等，2015）。劉坤億等（2012）等人則用比較接近國外文獻的歸

納方式來進行得獎案例的分析，他們認為我國政府機關的服務創

新類型有服務 /產品創新、科技類創新、市場化創新、組織創新、

輔助創新等幾類。至於廖麗娟、黃子華（2012）則針對和「服務

整合」有關的個案進行歸類，最後包含簡化服務流程、導入資訊

科技以協助整合、結合社會資源進行整合、運用多元途徑進行整

合等四種類型。  

對「創新」的分類方式相當的多，李仲彬（2013a）整合相

關文獻之後，將創新的分類方式歸納為兩種途徑，第一個途徑是

單一面向上強弱程度性的區分，包含創新壓力來源（主動與被動

程度）、變化程度（漸進性及激進性程度）、技術層次（管理或

產品技術）、以及困難度（低難度至高難度）共四種，任何一個

創新都可以依照這四個分法進行程度的判定。第二個途徑則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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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區分方法，包含依性質分類（例如分產品創新、程序創新、

服務創新、組織結構創新…等）、依範圍（服務地區的創新、服

務對象的創新…等）、依對象（內部或外部顧客）、依業務（社

會福利、衛生醫療、教育文化、勞工政策…等）等方法。  

同樣也是進行文獻檢閱之後的分類，De Vries et al.（2016）

透過了學術資料庫的搜尋，挑選出發表於 1990-2014 年之間共

181 筆研究公部門創新的研究進行文獻整合分析，歸納出過去公

部門創新研究所談的創新類型，包含流程創新（又分行政流程創

新與科技流程創新兩類）、產品或服務創新、治理創新、以及概

念創新四大類，而到目前為止被研究最多的，則是流程創新的部

分，佔了總體公部門創新研究的 47%左右（表一）。  

上述有關創新分類研究的發展，迄今已經有相當不錯的成

果，也提供政府創新實務一個很好的參考依據，但比較不足的

是，這些分類如何連結到傳統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的研究，則是

文獻當中所遺漏的，這是本文所嘗試解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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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公部門創新的類型與研究數量 

創新類型 焦點 (Focus) 例子 數量* 

流 程 創 新

(process 

innovation) 

行政流程創新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nnovation) 

創造一個組織

的新型態，新的

管理方法與工

作方法 

“一站式”服務 
89 

(40%) 

科技流程創新 

(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 

創造或使用一

個新的科技來

提供服務給民

眾 

網路報稅的平台 
16  

(7%) 

產品或服務創新 (product 

or service Innovation) 

創造一個新的

公共服務 

提供工作失能的年輕人

福利補助 

49 

(22%) 

治理創新 

(governance innovation) 

發展一個新的

方式或流程以

解決特定的社

會問題 

在政策網絡當中強化自

我管制（self-regulating）

能力的方案；或是自我

組織（ self-organizing）

能力的強化方案，例如

與私部門合作解決公共

問題的機制 

29 

(13%) 

概念創新  

(conceptual innovation) 

引進一個新的

概念、參考框架

（ frames of 

references）或典

範，藉此來重新

界定社會問題

的本質以及他

們的可能解決

方案 

當檢視一個人的工作失

能（work disability）時，

不再看他們什麼不能

做，而反過看他們能做

什麼，若將焦點改放在

工作潛能上，這將是一

個新的管理典範 

4  

(2%) 

資料來源：本表來源為整合 De Vires et al. (2016: 153-154) 的表 1

及表 2 兩個表  

附註：  * 這裡的數字為 181 篇文章當中創新個案類型被研究的次

數。根據作者的計算這 181 篇文章共提到 222 個創新個案，

除了表中的這五類之外，還有一個「其他」有 35 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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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分類與公共政策分類 

（一）公部門創新分類的限制  

上述對「公部門創新」所做的分類，若不涉及影響組織內創

新產生與阻礙創新產生因素的討論，以及這些因素在公私部門的

差異，則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很單純就是一個組織「產出」

（output）的類型而已，如同 De Vires et al.（2016）進行公部門

創新研究之文獻整理後認為，公部門政策創新的分類（表 1）其

實和私部門創新分類是相同的，因為公私部門談的都是同一種產

出現象。  

然而本文認為，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公部門創新」，都是

一種政府的作為，也就是一個「公共政策」或方案。公共政策的

研究若要在實務上產生價值，就不能和政治決策過程脫節（Stone, 

2002），相對於線性、理性思維的公共政策階段論模型（stage 

model），更多影響政策如何產生、何時產生的「反階段論」思

維，是較貼近公共政策實務的理論途徑（Sabaiter, 1999）。換句

話說，必須知道在哪一種政治社會情勢會產生哪一種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產生背後的政治與利益計算考量為何，如此才能展現公

共政策研究在政治科學當中的重要性。同樣的邏輯，因為政府創

新也是一種公共政策，對於政府創新的研究，也應該要有辦法回

答在哪一種政府內部情況比較容易有哪一類政府創新產出的問

題，研究成果才比較能夠與政治環境中常見的衝突、妥協、交換、

計算等產生對話。  

比較可惜的是，過去政府創新產生機制的研究，連不同類型

政府創新是否會有不同影響因素的問題都被忽略不談了（相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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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請見 Jaskyte, 2011; Makse and Volden, 2011; Boushey, 2012; 

Nicholson-Crotty et al., 2014），更遑論要和政治環境決策過程的

理論結合與對話，這就如同 Blanco（2015:502）在評論一本描述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美國政府創新獎項的專著時所說，3
 「…任

何政策都涉及社會團體之間成本與利益的重分配，因此多多少

少都會產生一些衝突…」（Borins, 2014），但在這一本專著中

的政府創新政策分析，並沒有解釋這一塊，這是令人比較遺憾的

事情。本文認為，這樣的文獻缺口導致政府創新研究結果難與現

實政治環境結合，讓政府創新產生機制的研究，永遠停留在學術

的象牙塔之中。而要突破這樣的缺口，讓公部門創新的分類討

論，與傳統結合政治環境的公共政策分類討論相結合，將是很重

要的第一步。  

（二）公共政策的分類與限制  

公共政策分類的途徑有很多種，有學者將公共政策區分成自

由（ liberal）或保守（conservative）取向，自由取向政策指的是

政府採取行動來促進社會公平的積極性政策，保守性政策則是政

府為維持現狀所採取的行動；也有人分成實質性（substantive）

政策和程序性政策（procedural），前者指的是針對問題的處置，

後者指的是針對誰該處理問題的決定；或者依照分配利益所做的

物質性（material）與象徵性（symbolic）政策的區分；或者分成

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及私有財（private goods）；另外，

                                                        

3. 他們所評論的書籍是由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 Sandford Borins教授於 2014年所出版

的專書，書名是 The Persistence of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書本主要內容是介紹美國

政府創新獎之得獎政策推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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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學者將政策分成適應性（adaptive）政策與控制性（control）

政策，前者指的是為了迎合標的團體需要而做的事情，後者則是

試圖去導引或控制標的團體需求而做的政策（斯圖爾特等人，

2001）。Froman（1967，轉引自 Greenberg et al., 1977）將地方

性的公共政策區分成地區全面性（areal）與片面性（segmental）

兩類，所謂的地區全面性政策指的是在單一政策行動下對所有人

口同時產生影響的政策，至於片面性政策則是一種持續性的政

策，對於民眾的影響會依照時間與地域而有差異。  

將公共政策分類與政治環境做結合討論的，最著名且引出最

多討論的，大概就是 Lowi（1964, 1972）的政策分類架構。相對

於企業創新產品決策過程通常不會是內部各單位，或甚至企業與

顧客之間權力鬥爭的計算結果，政府所有的運作及選擇，多是一

種社會價值權威性的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結

果（Easton, 1979），每一個政策的產出，都勢必涉及公共資源

的分配，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產生不同影響。因此，做哪一個政策

選擇、產生哪一類的政策，將是政治權力場域（arena of power）

互動後的均衡結果，不同型態公共政策的產生，面對的政治壓力

來源也有相當大的差異（Lowi, 1964; 1972）。  

從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計算、互動、理性政治行為的角度切

入，Lowi（1964, 1972）將公共政策依照政府強制力量（coerces）

應用對象是個人或環境，以及強制力量所產生的效果是否立即感

受得到或是遙遠的兩個面向，將公共政策分成「管制性」、「分

配性」、「組合性」與「重分配性」政策。分配性的政策（例如

資補助政策），因為利益可以被分割成許多小部份，而成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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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對其他人來說比較感覺不到），許多個體都想去獲取自己

的利益，利害關係者間衝突程度較低，容易產生互不相干擾

（mutual non-interference）、滾木立法、或肉桶立法等行為，因

為各方都試圖獲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去限制他人獲取自己利益，使

得整體決策聯盟結構穩定（羅清俊，2000），決策相對容易，議

會通常都會處於主導地位。實務上比較常見的就是針對特定選區

利益、特定團體所設計的優惠或福利政策。  

至於重分配性的政策，帶有較高政治傾向，也有比較多的潛

在衝突，行政的力量需高於立法的力量，例如大型的社會保險、

所得稅率政策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管制性的政策（例如市場管

制、勞工安全管制…等）因為會透過某些強制的力量影響個體或

群體的行為，目的在增加行為的成本，相對於其他類型政策比較

容易有衝突的現象產生（Lowi, 1972），也是必須在行政力量強

大的地方較容易出現，換句話說，在一個政治競爭壓力較大、政

黨勢力較為均衡的場域，也就是執政黨更迭較為頻繁之處，比較

不容易產生管制性的政策。有關管制型政策的發展，過去的研究

大多聚焦討論管制政策出現後所產生的國際趨同（或趨異）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也就是管制政策的擴散現象，或

是論述管制革新的知識擴散（張其錄、葉一璋，2002），較少有

研究思考什麼情境會產生管制型政策，也就是管制型政策的初始

發展階段（Howlett and Newman, 2013）。  

除了上述從政治互動、權力結構的角度來描述不同政策類型

的產生之外，如果從需求與供給的角度來看這兩種創新政策的產

生背景，因為分配政策多屬於社會福利、資源補助型態，比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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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現在經濟較為弱勢、社會補助需求較高的地方，當然，也必

須是預算資源較為豐富的地方。至於管制性政策，因為偏向行為

控制的目的，根據 Howlett and Newman’s (2013) 的推論，比較

會出現在對公共危機的反應上，換句話說，在一個社會比較不穩

定，有比較頻繁社會事件與問題（例如犯罪率高）的地區（例如

大都會、直轄市地區），應該會比較容易產生管制性政策。  

在 Lowi 提出公共政策分類之後，後續引發相當多的討論，

其中很大部份都是從批判的角度，
4
 這些批判認為，既然公共政

策分類的目的是用來更進一步的進行實證研究，發展政策分析科

學以建構政策發展過程與政治理論之間的模型，政策分類方式應

該要有一些基本的條件，但 Lowi 的政策分類方式根本不滿足這

些條件，無法進行實際的驗證，因此每一種類型的政策是否真的

如理論預期般出現或是產生效果，難有實際資料分析確認推論邏

輯的正確性（Smith and Larimer, 2009）。例如 Greenberg et al.

（1977）認為，要去實證政策分類學，必須要能夠準確地操作化，

但 Lowi 的分類在四個限制之下，根本做不到。首先，政策過程

不是在單一時間點上的現象，政策過程包含許多決策點，因此在

界定某個政府行為產生哪一種政策時很困難，更遑論行為者在過

程中可能會改變自己的價值觀；第二，任何政策提案、輸出、結

果都是很複雜的，而可能有多重面向，因此很難歸類到單一類別

中；第三，政策制定過程有許多參與者，且每個人對於政策的感

覺都是主觀的；最後，公共政策過程中的不同力量會互相影響，

                                                        

4. 對 Lowi政策分類學的批判，在 1980年代 Policy Studies Journal期刊中刊登了一系列精

采的文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出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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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一個獨立的過程。總之，公共政策並不是單一、獨立的

現象，因此如果強硬地分類會無法完整了解其真正的影響，雖然

後續有許多學者出來為 Lowi 的分類架構提出解套，例如 Spitzer

（ 1987）提出一個修正後的權力場域架構（ revised arenas of 

power scheme），將政策分成純粹的（pure）與混和的（mixed）

兩種，前者是可以輕易地歸類到 Lowi 架構當中的政策，後者則

是混和不同政策類型的政策，但是 Kellow（1988）認為 Spitizer

是在幫倒忙，把政策分類的方式更複雜化。  

總之，公共政策的分類方式很多，但每一分類方式都有缺

點，這是否代表公共政策的分類根本就是一件無意義的事呢？政

策被「客觀地」、「可驗證」的分類是否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就

Smith and Larimer（2009）的說法是，即使已經有這麼多人嘗

試過，目前為止也還沒人成功，但不代表這個領域的失敗，而

是這個領域還有許多發展的潛能。Steinberger（1980）也認為

這些爭論是無解的，因為若要滿足實證科學的條件，根本不可

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公共政策分類方式，應該改從現象學途徑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來思考，也就是每一個研究依照

自己所關注的價值去進行公共政策的界定。依此，Steinberger

（1980）將現有公共政策分類所關注的核心面向，整理成下表

二。Steinberger 認為目前的公共政策分類方式的差異，其實是在

實質影響性、政治影響性、影響範圍、消耗財貨特質、以及有形

與否等幾個分類面向上的差異，無法明確說哪一種分類方式比較

好或哪一種比較不好，每一種方式都有其特別關注的觀察面向，

研究者有責任說明重視哪一種特質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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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公共政策的分類方式 

作為公共政策分類  

的依據面向  
公共政策的類型  

實質的影響  

（substantive impact） 
分配性政策、重分配性政策、管制性政策  

政治的影響  

（political impact）  
適應性政策、控制性政策  

影響的範圍  

（scope of impact）  

地區全面政策（ areal）、片面性政策

（segmental）  

財貨消耗性  

（exhaustibility）  
公共財、私有財  

有形性  

（ tangibility）  
符號的、有形的  

資料來源：Steinberger（1980: 193）  

（三）創新分類與政策分類可結合？ 

從前面第一節的論述當中可以發現，創新分類與公共政策分

類結合是必要的，因為傳統創新分類方式若不涉及公共政策政治

過程的討論，與政府內部決策過程相關文獻理論間幾乎沒有對話

的可能性。傳統公部門創新分類所衍伸出來的討論，與私部門領

域相同，大多僅會集中在創新資訊來源、規劃與執行所需資源

上，偏向從創新採用可行性的角度來討論創新被採用的可能性，

但若要碰觸到政治科學本身的核心，只有進一步結合傳統公共政

策的類型學來討論，才更能區分創新政策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力量

互動（例如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交換、府會關係）。  

但結合是可能的嗎？本文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造成一些結

合的困難點。首先，公部門創新個案的文獻通常不關注「政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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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甚至有超過 35%的公部門創新研究連

政策的目標是什麼都沒提，其餘多數也大多用抽象的「提升效

率、效能」相關字眼帶過（De Vries et al., 2016）。然而，公共

政策類型的區分邏輯，有許多是建立在「對社會的影響」差異上

（朱志宏，1995: 339；Steinberger，1980），例如前面所說的，

因為公共政策而影響政治權力的轉變、社會資源與利益分配的影

響…等。  

第二，目前創新相關研究的討論，認為創新除了解決「外在」

社會問題之外，還回應了「內在」需求，例如有一些行政程序創

新是因為有降低內部行政成本的需求，但從公共政策研究的領域

來看，公共政策幾乎都僅以解決「外在」社會問題的角度來思考，

例如羅清俊（2015: 2-8）認為公共政策的目的包含解決市場失

靈、社會安全網的建立、預先解決社會即將發生的問題、宣示或

表達立場、回應國際上壓力而做的轉變、以及進行社會利益的分

配等六項，都是為了解決社會上公共問題而存在。目的範圍不

同，當然分類方式就會不同，對於那些從官僚組織內部行政效率

或行政效能提升需求出發的（創新）政策方案，恐怕就無法對應

到公共政策的分類目標上，除非將「影響」的定義依照時間軸拉

長，進一步區分出短期效果與長時間影響，那麼一些針對政府內

部行政流程改善的創新方案，雖然短時間可能僅是行政作業成本

減低，但長時間可能造成社會上民眾對政府信任的提升，也可以

變成「公共政策」的一種。第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Steinberger

（1980）認為，政策分類本來就是難以相結合的，因為每一種分

類方式所關注的特質都不同，有不同的軸線，沒有任何一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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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做分類時，會考慮到和另外一種的搭配。這就如同表二中所

提的幾個公共政策分類，即使跟創新無關，公共政策自己本身的

分類就難以對話，例如管制性政策可能是適應性政策，也可能是

控制性政策。  

不過，即使有上述限制，也有幾個理由讓本文認為，雖然無

法百分百密合，至少可以先找到一些足以讓兩個領域知識因為相

互支撐，而各往前走一小步的重疊處。首先，第一個是時間軸的

特點，本文同意 Lowi 的分類法因為政策會依時間變化而改變主

要類型（例如剛開始是管制政策，但長期發展下變成分配性政策）

導致操作化的困難，但不認為應該完全否認政策類型學的貢獻及

必要性，尤其是 Lowi 在描述不同類型政策決策過程的政治活動

時，有其合理的邏輯，因此本文認為，只要做好政策發展時間點

的選擇，政策分類學也是可以進行實證分析的，例如本文所分析

的都是「政府創新」，就是首次被提出採用的政策，用 Berry and 

Berry（1990）的說法，就是所有政策的「非漸進性的源頭」，

在時間軸上是政策的初始點，也是該政策環境最單純的時刻。針

對這個時間點的分析，可以「暫時忽略」掉政策經過長時間發展

而轉變成不同政策類型的可能性，進而驗證創新政策所屬政策類

型是否真如理論所描述之政治情境下所產生。  

第二個，公部門創新方案中有一些是和利益分配、權力配置

有關的（Blanco, 2015）。本文認為，若將具有這些特質的創新

個案擷取出來，將可以和討論政治權力互動的公共政策理論相結

合，這樣的做法呼應 Steinberger（1980）的觀點，政策分類方式

的判准應該是從研究者所關注的「意義」來思考，採取一種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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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constructivist）的觀點。因此當本文想要探索的政策「意

義」包含了創新政策在決策過程當中政治場域權力、利益分配所

產生的因素特質時，Lowi 的分類架構將是一個重要的參照架

構。根據 De Vries et al.（2016）的觀察，在目前近兩百篇的公

部門創新研究中，僅大約 22 篇在決策過程的討論上談到政治需

求與壓力對創新產生的影響，僅有大約 21 篇談到組織間權力關

係、互動對創新產生的影響，另外只大約有 5 篇是以組織競爭的

角度來分析，顯示這個分析角度的缺乏。至於政策結果的部分，

多是從效率、效能、民眾滿意度等面向分析，未有任何研究針對

成本與利益的集中與分散效果，或是政府產生之強迫力高低等特

質來討論公部門創新。  

在表三當中，本文嘗試以我國地方政府於 1999-2013 年間曾

經提出的創新政策為例，結合 De Vries et al.（2016）所歸納公

部門創新的分類（橫列），以及公共政策領域權力場域互動結果

（縱欄）進行區分。初步顯示，若暫時忽略 Lowi 認為所有政策

長期而言都具有分配與重分配效果的論述，可以發現確實有一些

公部門的創新無法和 Lowi 的政策分類相結合（例如單一窗口、

APP 報案系統…等從行政流程改善提升效率的創新類型），但也

有一些創新其最明顯的特質，符合管制、分配與重分配的概念性

意義（例如汽車怠速的社會管制、計程車收費標準的經濟管制、

垃圾費隨袋徵收的社會管制、以及和資源分配有關的生育津貼、

幼兒教育券…等）。  

總之，本文認為，創新分類和公共政策分類是可以結合

的，但應該先建構一個研究所關心的意義（也就是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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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以這個意義為軸線來對應彼此，在這條軸線之外，

必定各自會有一些政策因無法被歸類而捨棄，無法對應，如同

Spitzer（1987）認為，有一些公共政策是很「純粹」可以分類的，

有一些則是橫跨在許多類之間的「混和」政策一樣，但重點是我

們已經找到和該條軸線意義相連的政策了，而那也是我們要分析

的重點。 

三、影響政府創新採用的因素 

「創新」在組織裡面是如何產生的、經歷哪些階段、受到哪

些因素的催化與阻礙，長期以來都是相關研究的關注重點，也有

許多研究進行相關因素的彙整。例如 Berry and Berry（1990）認

為這些因素可以區分成兩大部分，一個是擴散因素，指的是組織

外在環境的競爭或合作情況，另一個則是內部因素，指的是內部

組織的條件；Anderson and Gasteiger（2008）整合分析後將影響

創新的因素分成個人層次、組織層次兩個部分，個人層次包含個

人的心理特徵、工作動機…等，而組織的層次則有團隊結構、團

隊氛圍、領導風格…等；Baldridge and Burnham（1975）以及李

仲彬（2013b）歸納了現有文獻之後，則多增加了外環境的因素，

將影響政府組織創新的因素區分成人員、組織、以及環境三個層

次。最近，De Vries et al.（2016）則分析了近兩百篇發表在各種

不同管道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將影響公部門創新發展的因素區

分成四大部分，增加了政策層次的角度，分別是環境因素、組織

因素、創新政策特質、以及人員層次的因素，認為這些因素都會

影響創新的發展階段能否順利地在組織當中行進，本文接下來就

以這四個層次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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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創新分類與公共政策分類的結合：以個案呈現 

 
決策過程與權力場域有關的創新：涉及權力強制力、利益分配 其他：無關 

權力場域 管 制 分 配 重分配 組合 

流

程

創

新 

行

政 
    

單一窗口的設

立、行動急診

室、戶政宅急

便、行動圖書館 

科

技 
    

APP 報案系統、

1999 話務中心、

網路服務電話 

產品或

服務創

新 

 

老人年金政策、購屋

補助、生育津貼、幼

兒教保券、免費健康

檢查、提供留學貸

款、免費疫苗施打、

學童免費喝鮮奶、專

職媽媽津貼、幸福晨

飽、安心午餐券、免

費學生牙齒塗氟、免

費假牙施作、免費老

花眼鏡 

豪宅稅  

公用腳踏車、燈

箱化路牌、免費

無線上網、老屋

健檢 

治理 

創新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

策、汽機車怠速管制

條例、室內空調溫

度、食品添加物管理

自治條例、綠建築自

治條例、計程車代客

駕 駛 收 費 標 準 設

立、光害管理自治條

例、犬隻管理自治條

例、禁用除草劑政策 

    

概念 

創新 
   

設立平埔

委員會 

成立海洋事務專

責機關、成立動

物保護處、設立

動保警察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 表中空白的部分不表示「不存在」，理論上應該每個格子都有案

例，只是目前本文作者身邊沒有相關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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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環境的部分，Newman et al.（2001）從新制度論、網

絡等觀點切入，認為地方政府對於創新的採用，與中央地方府

際關係有相當大的關係，而這也是 Berry and Berry（1990）在

研究中一再強調的，中央因為制度或法令關係，將對於地方政

府創新有一些強制的效果。Seelos and Mair（2012）針對社會

性非營利組織所做的研究，以「外部 -內部」以及「關係 -工具」

兩面向區分影響組織能否持續性新創新的因素，所謂的外部關

係因素（External-relational）包含制度環境、贊助者、以及目

前散布在社會上的創新想法、競爭者與合作者的影響…等，而

外部的工具性（External-instrumental）因素則有與接受服務者

之間的互動狀況，這些都是屬於外環境的影響。至於內部的

關係性因素（ Internal-relational）主要談論的就是組織內部因

素而非環境因素，包含組織文化、領導…等，內部的工具性

（Internal-instrumental）也是組織內部因素，包含內部的創造力、

知識管理、策略與結構…等。除了上述比較偏向組織間關係的論

述之外，Walker et al.（2011）則納入了民主的思維，從回應性、

政治壓力、外在民眾需求的角度論述，認為這些壓力是政府採用

新政策的重要關鍵。整合過去十幾年的文獻，De Vries et al.

（2016）將外在環境再分成環境壓力（包含媒體關注度、政治需

求、民眾需求）、府際關係、中央法規、府際間學習與擴散壓力、

府際間競爭壓力等。  

第二部分則是和組織內部因素有關，這部份是組織創新研究

的核心關注，有最多的文獻。Amabile（1997）稱影響組織創新

發展的內部條件為「組織創意氛圍」、Rice（2006）稱之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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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系絡因素」、Ahmed（1998）說是「組織創新文化」、Seelos and 

Mair（2012）說是「組織內部系絡」、Woodman et al.（1993）

則歸納相關變數，整合稱為「組織創造力的條件」。Rogers and 

Shoemaker（1971）認為組織的創新性（ innovativeness）是一個

重要的環境要件，創新性指比起其他社會制度或個人能較早採用

創新的特質，創新性受到組織內人員創造力，和組織結構中非正

式階級制度的影響（Mohr, 1969）。Walker（1969）蒐集美國各

州政府從 1870 到 1966 近一百年間共 88 個創新政策個案，依照

各州採用這些創新的時間順序，總和計算出每一州的創新分數，

再以這個分數為依變數進行創新影響因素的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較大、較富有、較工業化、政黨競爭程度較高的州，在創新

能力上也會較高。  

亦與組織內部因素有關，Rogers（2003: ch.10）認為，組織

內部的權力越集中，創新的可能性就越低。若將這裡所謂的權力

結構套用到政府組織中，則政府體制的差異（如總統制、內閣

制…）會影響政府對於創新的採用將是合理的假設，只是如同本

文前面所論述的，過去的研究因為沒有從公共政策學的角度結合

政府創新研究，以致於這樣的問題一直未被驗證。除了權力結構

之外，組織的規模（如政府的規模、治理區域人口多寡），也是

影響創新概念採用的因素，例如在 Mahler and Rogers（1999）對

324 家德國銀行的研究發現，包含員工人數、分行數目等，都與

創新性成正比。Shipan and Volden（2008）的研究也發現，較小

的政府比較不會因為競爭的考量而接受某項新政策，而大多受到

來自上層政府強制壓力的影響。在此推論下，人口數、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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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務員數比較少的地方政府，其創新數應該也會較少。

Stoneman and Diederen（1994）認為，如果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

度來看的話，由於每個組織有不同的需求以及知識基礎，影響政

策擴散的力量不能僅從外部環境著手，組織本身對於新科技、新

事務的彈性接受能力，以及學習的能力等也會影響組織對新科技

的採用。以科技擴散為主題，Geroski（2000）認為影響某些組

織較快採用新科技，而某些組織較晚採用的原因，可能因為資訊

的不充足、可能因為廠商本身的需求與目的不同。  

第三個部分是人員層次，也是組織內部因素的延伸。在

Amabile（1997）的架構中，有關組織內部人員的因素包含人員

的工作動機、工作相關技能、以及創新相關技能三大部分。

Woodman et al.（1993）所稱人員的因素則是個人過去的背景歷

史、認知與能力、人格特質、知識、與動機的組合。李仲彬（2016b）

將這些與人員有關的組織創新驅力分成「與生俱來」以及「後天

培養」兩大類，前者指的就是創新人格特質（例如幽默感、樂觀

天性、公共服務動機等），而後者則是透過人力資源實務所培養

出來的知識及能力。曾冠球（2015）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將影響

公務人員創新的因素分成對組織系絡的感覺（例如是否感覺到主

管支持、組織內是否具有學習氛圍、員工是否與組織之間有依存

關係…等）、個人屬性因素（例如專業主義、風格）、以及基本

個人背景因素（如性別、教育程度…等）。同樣是進行文獻的檢

閱與歸納，De Vries et al.（2016）認為，除了一些基本客觀因素

如性別與年齡之外，員工工作自主性、員工在組織內部職位的高

低與穩定性、員工所擁有的工作相關知識及技能、創造力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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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工作滿意度、對創新的接受度等，都對人員在組織內提出創

新與推動組織創新有很大的正向影響。  

最後一個部分則是和創新政策本身的特質有關，這部分主要

是從創新採用（adoption）而非創新發展（ initiation）的角度來

思考，是一個比較寬廣的創新定義。核心的研究問題大概就是這

麼多的創新選項中，哪一種是最適合自身組織的，或是眾多的創

新想法當中，哪一些比較容易擴散。這些關注當中，當然「創新」

本身的特質（品質好壞）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了。在眾多相關

文獻當中，彼此共通的交集點，就屬 Roger 在創新擴散理論當中

所提的幾個創新特質最受人青睞（De Vries et al., 2016）。Rogers

（2003）透過許多文獻回顧的累積，認為影響創新能否被發展與

擴散的屬性因素包含， 1）創新政策的相對優勢（ relative 

advantage）：這個創新是否真的比舊作法好； 2）相容性

（compatibility）：這個創新和自身組織的運作習慣會不會有很

大的衝突；3）複雜性（complexity）：這個創新容不容易推動；

4) 可試驗性：這個創新能否有試行的機會，有無執行經驗可參

考；5）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創新執行的成果容不容易被

感受到。除了上述五個特質之外，李仲彬（2016a）的研究認為，

創新政策本身的新奇性（novelty）高低，應該也會影響到一些組

織創新發展時的目光。最後，而在科技創新當中，也有人談到創

新本身的可模組化程度（mouldability）也是一個影響擴散的關鍵。 

整合上述，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可歸納至環境、組織、內部

人員、以及創新本身特質的因素，過去的文獻對於這四個層次議

題的討論也相當的多。本文初步依照這個架構將相關因素以及其

被提出的假設，整理成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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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 

面向  變數  對整體創新產出的假設預期  參考文獻  

環
境
層
面 

族群變異
性  

多元化程度越高的地區，觀點越多
元，因此創新的程度會高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Hage, 1999;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Woodman et al, 1993 

鄰近政府
數  

鄰近的政府越多，越會創新  
Gray, 1973; Boehmke and 

Skinner, 2011 

鄰近政府
的創新能
力  

鄰近政府的創新數越高，越會創新  
Gray, 1973; Boehmke and 

Skinner, 2011 

府際關係
與合作  

府際關係越好，學習性創新越多  De Vries et al., 2016 

府際競爭  
府際間的競爭需求越強，創新擴散
越快  

De Vries et al., 2016 

社會問題
與公共危
機  

* 公共危機越多或社會問題越複
雜，管制型  (創新) 會越多  

Howlett and Newman, 2013 

民眾需求
或支持  

媒體與民意的壓力會使地方政府
尋求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Halvorsen et al., 2005; 

Berry and Berry, 2003 

組
織
層
面 

分工化程
度  

工作分工越複雜、專業的組織越容
易創新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Hage, 1999;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Damanpour, 1991 

寬鬆資源  
可彈性運用之資源越豐富的地
方，政府越可能創新  

Damanpour, 1991; 

Choudhury, 2007; Feiock 

and West, 1993 

領導  領導風格與組織創新能力有關係  De Vries et al., 2016 

人力資源  
越多良好人力資源的組織越能夠
創新  

Otto and Edelman, 1990 

員工數量  員工人數越大的政府，越會創新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Choudhury, 2007 

人口數  人口數越高的地區越可能創新  
Walker, 1969; Woodman et 

a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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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變數  對整體創新產出的假設預期  參考文獻  

內部權力
結 構 / 政
黨競爭程
度  

* 政黨競爭強，分配型 (創新 )政策
會越多  

* 政黨競爭強，管制型 (創新 )政策
較少  

Lowi (1964) 

行政權力較大，而政黨競爭越激烈
的地方政府越會創新  

Feiock and West, 1993; 

Walker, 1969 

人
員
層
面 

年齡  人員的年齡越低，創新能力越高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教育程度  人員的教育程度越高，創新能力越高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Woodman et al., 1993 

人員工作
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和創新意願有關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人員對改
變的態度  

對改變意念越高，創新數越高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工作自主
性  

自主性越高，創新態度與能力越高  
Beugelsdiju, 2008; 李仲彬 , 

2016a 

人員的動
機  

組織給的利益越符合人員的動
機，創新會更高  

Woodman et al., 1993 

首長對創
新的態度  

越支持新改革的首長的機關越容
易創新  

Considine and Lewis, 2007; 

Baldridge and Burnham, 

1975; Pierce and Delbecq, 

1977; Damanpour, 1991; 

Hage, 1999; 曾冠球 , 2015 

政
策
特
質 

相對優勢  
相對優勢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

與擴散  

Rogers, 2003; De Vries et 

al. 2016 

可試驗性  
可試驗性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

與擴散  

Rogers, 2003; De Vries et 

al. 2016 

相容性  
相容性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與

擴散  

Rogers, 2003; De Vries et 

al. 2016 

複雜性  
複雜性越低，該創新越容易採用與

擴散  

Rogers, 2003; De Vries et 

al. 2016 

可觀察性  
可觀察性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

與擴散  

Rogers, 2003; De Vrie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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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變數  對整體創新產出的假設預期  參考文獻  

新奇性  
新奇性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與
擴散  

李仲彬，2016b 

可模組性  
可模組性越高，該創新越容易採用
與擴散  

De Vries et al. 2016 

註：  * 此為結合公共政策分類學所做的假設，原始文獻並非針對「創

新」做論述，而是以整體公共政策來談。  

資料來源：  本研究修正自李仲彬（2013a，表 2）及整合 De Vries et al.

（2016）的文獻歸納。  

四、小結 

綜言之，組織創新的重要性，不論在實務界與學術界都已受

到認同，目前也已有相當多研究產出。雖然我們都認同一個相當

簡而易明的邏輯，那就是不可能所有類型的創新都受到同樣的產

生條件驅使，但以往創新模式的研究，並未積極地探討創新類型

所產生的差異。少數有討論的文獻，例如 De Vries et al（2016）

文獻檢閱後的分析發現，程序型的創新主要受到組織層次條件的

影響，產品或服務型的創新則主要受到環境與組織層次因素的限

制，治理型的創新能否成功，則是環境層次的力量影響最大，概

念型的創新則幾乎都是組織層次的力量在主導；Walker et al.

（2011）則是少數透過實證資料所做的比較，他們將政府創新分

成市場化創新、組織創新、輔助性創新、與科技性創新，資料分

析後發現，一般文獻所關注的競爭、學習、中央命令、以及民眾

壓力四個因素，對於上述不同創新的採用影響是不同的。  

即使目前有少數文獻關注創新類型與影響因素模型的問

題，它們與公共政策理論之間的連結還是不足，忽略了與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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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領域文獻的對話，產生研究結果無法協助改善政治環境脈絡中

公共政策創新的現象。本文認為，這樣的學術研究發展方向偏

離，與創新的研究是從私部門領域的場域當中開始有關，多數公

部門創新的文獻還是沿用私部門創新的研究成果，要改善這種現

象，必須從領域之間的框架聚合開始，而這也是本研究試圖將創

新的類型，以公共政策的分類法進行重新歸類與分析的主要原因

（初步結果如本文表三），雖然無法「一個類型」對應到「一個

類型」，但至少讓我們知道，有一些創新個案是具有公共政策分

類時所使用之相同特徵的。  

參、方法與資料來源 

如前所述，過去對於創新如何在地方政府發展的研究，忽略

了創新本身會有不同類型的問題，導致不同研究結果互相「各說

各話」的現象，整體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不足。本文的主要目的

是分析地方政府創新的產生因素，並區分不同的創新類型進行探

討，提出更全面的地方政府創新的解釋模型，因此分析的依變數

即為不同類型創新的數量，比較特別的是，這邊所謂的不同類

型，將納入 Lowi 的公共政策的分類方式，區分出管制型、分配

型等創新類型。至於自變數的部分，則依照過去文獻區分。以下

分別說明其操作化方式。  

(一) 依變數 

本文以各地方政府在 1999-2013年所提出的政策創新數量為

依變數。為何是以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創新為對象，主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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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在討論政府創新時，認為府際間的學習與競爭是政府創新的

重要來源之一，將理論定位在組織之間的互動之上，因此多以地

方政府（或州政府之間）的場域為主，例如 Berry and Berry（1990）

研究博弈政策的擴散、或是 Mooney and Lee（1995）對道德性政

策的研究都是如此，因此本文也是以地方政府為對象。當然還有

另一個原因是，本文找不到中央政府創新的完整資料庫，有資料

來源的限制。  

我國地方政府創新個案的資料來源為李仲彬（2013a）所建

置的地方政府創新政策資料庫，該資料庫係以「由地方政府所推

出施行，且從未在台灣其他地區使用過、或出現過的政策方案」

為定義，透過新聞資料庫進行資料蒐集後建立，並將創新個案依

照縣市、類型、變化程度等面向進行編碼，是一個以普查為目的

所建立的公部門創新個案資料庫。然因該資料庫僅涵蓋

1999-2010 年的資料，為了提升研究之信度，本研究延續該研究

的定義與資料蒐集方式，將資料庫擴充至 2013 年。  

除此之外，該研究並未針對創新個案進行公共政策類型的區

分，因此本研究同時將資料庫當中所有的創新個案，依照本文前

一節所提 Lowi 公共政策分類重新編碼成兩大類共四小類。5
 第

                                                        

5. 編碼的步驟為透過五位受訓後的編碼員以會議共識討論的方式進行，與李仲彬（2013a）

所使用的方法相同，為節省本文篇幅，更詳細的說明請見該著作。另外必須說明的是，

編碼過程若遇縣市之間類似的創新個案，因為本文所指創新的編碼定義是「從未在我

國其他(縣市)地方政府使用過、出現過的地方政府作為」，必須在政策範圍或內容上

有較大的變化幅度者，才會被各自歸納為一個創新個案，因此，若政策個案僅是名稱

上的調整，實質上政策內容變化幅度不大，則不會視為一個創新個案。為了提高這部

分的編碼內在信度，本研究做了兩個部份的工作，首先，透過編碼員訓練工作，要求

所有編碼員必須非常熟悉資料庫當中的所有個案，因此只要新討論個案與現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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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類是與權力場域、利益分配相關的「A.管制性」與「B.分

配性政策」，
6
 第二大類則是和權力場域及利益分配較無立即關

係的「C.服務型創新」。另外則有最後一類是「D.其他」類，也

就是無法歸為上述三類的創新個案。這些類別的定義與個案如

下所示：  

A.管制性創新：指對社會環境進行管制、實施新的自治法規，

對全部或部分民眾產生成本、負擔的創新類型。此類型的

創新，例如台北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台南汽機車怠速管

制條例、台北市的管制室內空調溫度、台北市的禁煙場所或

標準的設立、桃園縣的食品添加物管理自治條例、台東的景

觀自治條例、高雄市的綠建築自治條例、計程車代客駕駛收

費標準設立、光害管理自治條例、犬隻管理自治條例、禁用

除草劑政策…等。  

                                                                                                                          

當中的個案有所類似，編碼員大多能在第一時間就提出討論；第二個部分編碼簿的設

定，此部分共有三個編碼標準的檢視，包含這個案是否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創新，僅是

服務地區的調整（例如巡迴醫療服務新設山地鄉巡迴醫療專車）、或僅是服務對象的

調整（例如將生育補助從婚生子女改變成納入非婚生子女）、或僅是服務時間的調整

（例如將弱勢兒童的餐劵從既有的時間點擴展至寒暑假期間），經編碼員討論後若發

現僅是其他地區個案的微幅調整，則時間後發生者將會從資料庫移除。其他被移除具

體的例子有某市政府在原先就有的食安（食材）登錄平台中，增加了以前未有的「飲

料」品項登錄區；某地區在別地區首創生育補助之後，「首創」第三胎加碼，這些都

不納入個案中。總之，本研究在上述原則與操作性定義下，盡力提升資料庫的信度，

但不管如何仍不免還有改善空間，而這部分也就成為本文的限制與未來研究可以努力

的地方。 

6.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長期來看，所有的政策都具有重分配（redistributive）的性質（Lowi, 

1964），因此依變數的分類上，為了滿足方法上類別間必須要有的互斥性（mutually 

exclusive），盡可能避免掉眾多文獻對公共政策無互斥性的批判，本研究僅從公共政

策的類別當中選取管制型、分配型兩個差異性較大的類別進行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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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配型創新：將資源、權利分配給標的團體的政策，屬於

政策分類中的分配性政策。例如發放老人年金、發放生育

津貼、幼兒教保券、購屋補助、免費健康檢查、提供留學貸

款、免費疫苗施打、學童免費喝鮮奶、專職媽媽津貼、幸福

晨飽、安心午餐券、免費學生牙齒塗氟服務、免費假牙施作、

免費老花眼鏡…等。  

C.服務性創新：對民眾取得公共服務之方式、流程之改善，

提高公共服務便利性及可及性的改變。例如 1999 話務中

心、單一窗口的設立、網路服務電話的設立、協助老屋健檢、

戶政宅急便、跨機關跨資源整合系統、行動急診室、流動加

油站、APP 報案系統、巴氏量表評估到宅服務、消保官巡

迴機制、免費無線上網、行動圖書館…等。  

D.其他創新：包含組織結構型態的創新或產品的創新、治理

概念創新等，這些型態在公部門裡面比較少見。例如動物救

援隊的成立、成立府級自殺防治中心、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

關、成立動物保護處、設立動保警察、成立大地工程處、設

立平埔委員會、發行悠遊卡、設置公用腳踏車、燈箱化路牌、

暢銷書販賣機、好孕胸章…等。  

 

本研究最終歸類了 1999-2013 年間發生於我國地方政府共

953 筆創新，其類型與地區的分布請見下一節表六。必須說明的

是，由於最後分類個案顯示，所謂的分配性創新，都是與社會福

利相關，因此之後本文的分析，將以「分配（福利）型」創新重

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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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數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影響創新產生的因素，雖然依照文獻可以區分成環境、組

織、人員與政策四大面向（請見前一節表四），但因為其中許多

變數屬於主觀性的指標（例如公務人員的態度、工作滿意度），

必須透過問卷來進行測量，或是操作化困難（例如地理相鄰政府

的創新程度），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自變數，延續李仲彬（2013b）

的作法，多數還是來自於每年更新的政府統計數據（表五），忽

略掉許多變數（例如政策的特質、府際關係…等），而這也將成

為本研究的重大限制之一。  

分析的單位是台灣 1999 年以後所有的地方政府，在

1999-2010 年間共有 25 個地方政府，2011 年以後除了台北縣直

接升格改名為新北市外，台中縣與台中市合併為新的台中市、台

南縣與台南市合併為新的台南市、高雄縣與高雄市合併為新的高

雄市，因此少掉 3 個地方政府，在 2011 年後僅剩 22 個地方政府。

分析的時間範圍部分，由於本研究將採用縱貫性分析，因此每個

變數都是以長時間持續性觀察做紀錄，除了部分變數因為資料的

性質難以回溯，因此都只有一個年度的資料之外，其他變數都依

照其變化頻率，每年或每四年紀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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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本文所使用自變數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變數  面向  操作化指標  
資料  

期間  

資料  

間隔  

資料  

來源  

依
變
數 

創 新 數 量
（ 管 制 創
新、分配（福
利）創新、
服務創新、
其他創新）  

在地方政府間從未實施
過的政策。並區分為管制
性創新、分配（福利）性
創新、服務性創新、以及
其他形式創新共四類  

1999-2013 每年  本研究  

自
變
數 

人
員
層
面 

人
員
屬
性
特
質  

平均  

年齡  
● 公務人員平均年齡 1999-2013 每年  

政府統計
資訊網  

教育  

程度  

● 公務人員教育素質-大專
以上 (%) 

1999-2013 每年  
政府統計
資訊網  

組
織
層
面 

分工化程度
(部門化) 

● 一級局處的數量 2013 單一年  本研究  

資源寬鬆度  

● 經常收支賸餘 (百萬元) 

●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 

1999-2013 每年  
政府統計
資訊網  

地方
政府
規模  

組織
員工
數量  

● 公務人員數量 1999-2013 每年  
政府統計
資訊網  

直  

轄  

市  

● 是否是直轄市 1999-2013 單一年  本研究  

權 力 結 構 /

政黨競爭程
度  

● 與前任是否同黨 1999-2013 每 4 年  本研究  

環
境
層
面 

社會情況與
政策需求  

● 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
得 (元) 

● 低收入戶占人口比率(％) 

● 失業率 

● 犯罪人口率 

● 人口增加率 

1999-2013 每年  
政府統計
資訊網  

資料來源：李仲彬（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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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統計模式上，本研究使用定群資料分析方法（panel 

analysis，或稱「橫斷面與時間序列模型 pooled cross sectional and 

time series model」）。定群資料分析可以相當有效地提昇估計

的效率、捕捉觀察單位之間的異質性、減低共線性的影響、提供

更多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訊息、估計觀察對象之間的總變量、建

立較為複雜的因果模型…等優點，更重要的是，Singer and Willett

（2003: 10）認為僅有一個或甚至兩個時間點，不可能看得出每

個觀察對象變化趨勢的型態，也無法區辨測量誤差與真正的改

變。過去國外同樣以縱貫性分析的創新擴散研究，從 Berry and 

Berry（1990）以歷史事件分析模型，分析美國各州政府博弈政

策之擴散開始，陸續就有許多研究也透過相同研究途徑進行創新

擴散之分析，只不過這些研究所解釋的依變數，幾乎都是單一創

新個案的採用與否，或是列舉某些創新方案來分析其採用地區的

多寡，幾乎從未有研究與本文相同，以普查的方式取得所有創新

的數量，再進一步進行分析，以提升分析的解釋力。  

四、 研究發現（一）：地方政府創新的數量

與類型 

台灣各個地方政府彼此的差異性非常的大，直轄市與非直轄

市有很大的資源與發展程度的區別。從表六來看，1999-2013 年

之間，以台北市的 265 個創新政策數最多，其次則是新北市（加

上舊台北縣）的 171 個，第三則是南部地區的高雄，而創新數量

最低的則是新竹縣的 4 個與連江縣的 0 個。從這樣的數字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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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似乎較大的城市會有較多的創新，但其中亦有特例，例如桃

園縣與宜蘭縣的 59 個創新數，就比台中市地區的 48 個多。  

如果從其他類別來看，管制類型的創新數量，還是依序為台

北市與新北市為最多，各有 43 與 13 個，第三則為台南縣市的

11 個；福利型創新的部分，則也是台北市最多（22 個）、新北

市次之（20 個）；服務性創新台北市最多（148 個）、新北市次

之（105 個）。如果進一步比較不同類型的創新，則服務性的創

新是最多的，共有 541 個（56.8%），之後為其他類型的創新

（20%），分配（福利）性創新與管制性創新最少，分別佔所有

創新的 12%與 11.2%。  

表六   所有地方政府於 1999-2013 年間的創新政策數 

地區 涵蓋時間 
管制型 

創新 

分配 

（福利） 

型創新 

服務型 

創新 
其他創新 總創新數 

台北市 1999-2013 43 22 148 52 265 

台北縣(舊) 1999-2010 7 8 67 24 106 

新北市(新) 2011-2013 6 12 38 11 67 

高雄市(舊) 1999-2010 4 8 32 13 57 

高雄縣(舊) 1999-2010 2 1 8 7 18 

高雄市(新) 2011-2013 3 3 11 2 19 

台南市(舊) 1999-2010 7 7 14 10 38 

台南縣(舊) 1999-2010 1 1 9 10 21 

台南市(新) 2011-2013 3 2 2 3 10 

桃園縣 1999-2013 5 5 38 1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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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涵蓋時間 
管制型 

創新 

分配 

（福利） 

型創新 

服務型 

創新 
其他創新 總創新數 

宜蘭縣 1999-2013 6 5 35 13 59 

台中市(舊) 1999-2010 4 5 9 3 21 

台中縣(舊) 1999-2010 1 1 7 0 9 

台中市(新) 2011-2013 4 3 11 0 18 

彰化縣 1999-2013 1 3 16 2 22 

雲林縣 1999-2013 1 1 14 4 20 

新竹市 1999-2013 2 2 10 4 18 

苗栗縣 1999-2013 1 4 11 2 18 

嘉義縣 1999-2013 2 1 10 3 16 

花蓮縣 1999-2013 0 1 11 3 15 

基隆市 1999-2013 0 2 9 2 13 

屏東縣 1999-2013 1 1 4 6 12 

金門縣 1999-2013 0 9 3 0 12 

嘉義市 1999-2013 0 4 5 1 10 

南投縣 1999-2013 0 3 6 0 9 

澎湖縣 1999-2013 1 0 4 4 9 

台東縣 1999-2013 1 0 7 0 8 

新竹縣 1999-2013 1 0 2 1 4 

連江縣 1999-2013 0 0 0 0 0 

合  計 
107 

(11.2%) 

114 

(12.0%) 

541 

(56.8%) 

191 

(20.0%) 
953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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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發現（二）：影響不同類型創新的

因素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依變數是屬於次數（count）的型態，

雖然在測量層次上也是屬於等比尺度（ratio），但是因為多數的

觀察值很小（次數不多），此時若採傳統最小平方法（OLS 

regression），將可能導致估計結果產生無效率、不一致或偏誤

的現象，因此多以 Poisson 回歸模型替代，但因為 Poisson 模型

有資料變異數等於平均數的假定，而實際上多數的資料因為母體

本身異質性的問題，變異數大於平均數的狀況相當容易發生，產

生所謂的過度分散（overdispersion）的情況，雖然估計出來的係

數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卻會低估標準誤，使得比較容易拒絕虛

無假設，也就是自變數所產生的影響比較容易顯著，此時則不適

合使用 Poisson model，而需使用其他模型替代（羅清俊、張皖

萍，2008；Agresti, 1996: 93），例如負二項回歸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NBRM）。由於本文所分析的資料有

「過度分散」的狀況，因此後續的分析以 NBRM 進行。  

本研究總共分析了四個模型，7
 主要的依變數包含管制型創

新數、分配型（福利）創新數、服務型創新數、以及創新總數。

表七為整合 NBRM 分析結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初步分析時

發現自變數之間有共線的問題，為了提升模型的正確性，不得已

                                                        

7. 「其他創新」因為個案種類雜亂，有組織型態創新也有概念創新，若獨立成為一個模

型分析，將再度陷入本文所說忽略創新類型所產生差異的問題，若將其中比較特殊的

創新型態再細分出來，又有個案數不足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在此不作此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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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捨棄兩個（局處的數量、公務人員的數量）與其他變數共線程

度最高的自變數後，重新分析得到最後結果。此外，為了方便解

讀，表中的係數已全部轉成以 1 為界的發生率比值（Incidence 

Rate Ratio, IRR），大於 1 表示正向影響，小於 1 表示負向影響。 

首先，以創新總數為依變數（模型 1）的模型結果顯示，包

含公務人員擁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社會上失業率…等，

對於創新政策的產生都有正面的推力，至於財政能力依存外界補

助的比例每高一個百分點（資源越不寬鬆），則創新政策發生的

機會就會減低 2.3%。另外，相當有趣的是，現任首長與前一任

首長為同一黨籍時，創新的發生率會減少高達 23.6%，顯示政治

競爭的壓力會逼迫政府積極產生創新，或者是相異政治立場所帶

來思維的刺激，也是相當重要的創新驅力；最後，失業率每上升

一個百分點，則創新政策的發生率將會提升 18%，創新產量會較

高，這應該是解決社會問題壓力之需求所致。總之，若不區分創

新的類型，以總體創新政策的發生數來分析，影響地方政府創新

的因素包含組織內個體成員的教育程度等級、財政資源充裕度、

組織政治領導者的轉換、以及外界環境需求（例如失業率）等。 

不過，如前面文獻所整理的，不同政策類型其背後的發展環

境背景也會有差異，將所有創新加總起來分析，並不太合這個邏

輯的論述（Walker et al., 2011）。模型一因為依變數混和了所有

類型的創新，理論連結較為混雜，分析結果僅能供參考，本文進

一步將創新政策的發生切割成管制型創新政策的發生、福利型創

新政策的發生、以及服務型創新政策的發生三類，前面兩類創新

與 Lowi 論述權力場域的論述有關，後面一類則大多是較為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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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改善，與利益分配衝突較無立即關係。  

以「管制型創新」為依變數（模型 2）的影響模型分析發現，

影響的因素僅有公務人員的平均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是直

轄市三個變數。公務人員的平均年齡每高一歲，則提出管制性創

新的次數會減少 25.4%，公務人員受過高等教育的比率每提高一

個百分點，則新增一個管制型創新政策的機會也會提高 7.1%；

直轄市比非直轄市，其提出管制創新的可能性多了 4.2 倍之多。

雖然根據 Howlett and Newman (2013) 的論點，管制型政策比較

會出現在社會問題比較嚴重的地區（例如犯罪率高、失業率高），

因為政府需要對社會環境做出反應，不過本文的分析顯示，除非

把直轄市等同於社會問題較多的地區，否則創新性的管制政策和

社會現象的關係並不明顯。此外，過去的研究也認為，管制型政

策容易出現在政治競爭比較弱，行政主導力量比較強的地區，但

本文的資料顯示，政治競爭情況與管制型創新間沒有顯著的關

係，顯示政治並未影響政策的產生。  

在分配（福利）型創新方面（模型 3），比起管制型創新政

策模型有較多的顯著影響變數，包含公務人員教育程度、財政收

支賸餘、預算的依存度、人民可支配所得、與人口成長率。在人

員層面，組織中成員擁有高教育程度的比例越高，則福利型創新

發生的機會越高；在組織層面，收支賸餘越高則創新越多，預算

的依存度越高則福利型創新發生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至於在社會

需求層面則可以發現，當民眾的經濟情況改善，則福利型創新的

需求就會降低，政策生產就會減少，不過當人口成長，社會的複

雜性提升，則福利型創新的生產又會提高。從公共政策分類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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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來看，分配性政策應該會較容易出現在有許多不同利益代

表的地區，但是本研究的資料顯示，這樣的論述同樣未得到顯著

的支撐，這是否導因於羅清俊（2004）針對我國國會議員研究後

所觀察到的，政黨內部力量仍然主導一切，需要後續更進一步的

觀察。  

雖然上述結果無法完全排除因為資料信度與效度不足而產

生的偏誤，但若從其他有顯著的變數來看可以發現，影響地方政

府分配性政策產出的因素，大多不是來自 Lowi 等政策科學家所

說的政治權力場域，而是來自於政府本身的資源與社會環境的需

要，雖然這樣的結果對於政策類型學理論的預測力將再是一個新

的打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創新的產生可以跳脫政治場域，

回歸到資源與需求的角度，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最後，在服務型創新方面（模型 4），可能是因為多數政府

創新都是屬於這一類，顯著影響的因素與模型 1 類似，包含公務

人員的教育程度、預算的依賴性、政治競爭壓力、以及人口成長

率等。公務人員教育程度越高，則服務型創新的產出機會就會提

升，但如果政治競爭壓力變小或是財政依賴性變高，則服務型創

新的產出機會也會較小。比較令人納悶的是，人口成長率越高，

服務型的創新會越少，原本認為人口數越多公共服務的需求應該

越複雜及越高才對，為何反而服務創新會減少，本文認為有可能

是受到預算排擠效果的影響，因為同一個自變數，對分配型創新

的影響剛好相反。換句話說，公用資源可能被挪為以福利分配為

主，導致於公共服務創新的資源變少所致，當然，這樣的假設仍

須要進一步的資料分析才能足以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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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創新數量的負二項模型（NBRM） 

依變數 

自變數 

模型 1： 

創新總數 

模型 2： 

管制型創新數 

模型 3： 
分配型（福利）

創新數 

模型 4： 

服務型創新數 

IRR p IRR p IRR p IRR p 

人 
 

員 

公務員平均
年齡 

.911  0.127 .746 * 0.032 1.141  0.210 .9447  0.445 

公務員大專
以上比例 

1.075 *** 0.000 1.075 * 0.024 1.117 *** 0.000 1.088 *** 0.000 

組 
 

織 

資源 

寬鬆 

度 

收支賸
餘 ( 百
萬元) 

1.000  0.250 .999  0.380 1.000 + 0.094 1.000  0.857 

財務收
入依存
(%) 

.977 *** 0.000 .976  0.126 .949 *** 0.000 .974 *** 0.001 

政府 

規模 
直轄市 1.711  0.102 4.277 ** 0.006 1.489  0.300 1.628  0.167 

政黨 

競爭 

與前任 

是否同
黨 

.764 * 0.014 .890  0.670 .785  0.304 .649 *** 0.001 

環 
 

境 

社會 

需求 

每人可
支配所
得(元) 

1.000  0.249 1.000  0.504 .999 + 0.072 1.000  0.185 

低收入
戶比 

1.125  0.306 1.139  0.556 1.187  0.441 1.171  0.215 

失業率 1.180 ** 0.009 .954  0.776 1.230  0.146 1.131  0.121 

犯罪 

人口率 
1.000  0.224 1.000  0.892 1.000  0.316 1.000  0.513 

人口 

成長率 
.996  0.586 .981  0.288 1.016 * 0.028 .983 + 0.056 

n of obs=360 

n of groups = 29 

Wald chi2(11)= 

123.25 

Log 

likelihood=-588.203 

Prob > chi2= 0.00 

Wald chi2(11)= 

71.37 

Log 

likelihood=-177.11 

Prob > chi2= 0.00 

Wald chi2(11)= 

117.2 

Log 

likelihood=-202.40 

Prob > chi2= 0.00 

Wald chi2(11)= 

115.39 

Log 

likelihood=-455.12 

Prob > chi2= 0.00 

+ p< 0.1, *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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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研究發現摘要表：影響各類創新產生的因素 

發展 

條件 

創新 

類型 

基本 

條件 

財務資源 

面向 

環境刺激與 

壓力 

是否符合 

Lowi 的政治權力

場域推論？ 

管制創新 

高教育 

程度、 

年紀輕 

成員 

無關 
社會複雜度高

（為直轄市） 

否（預期政黨競

爭 應 該 負 向 顯

著，但實際沒有） 

分配 

（福利） 

創新 

高教育 

程度成 

員 

財務資源充足、

財務獨立自主 

社會問題增加

（人口增加、人

民所得下降） 

否（預期政黨競

爭 應 該 正 向 顯

著，但實際沒有） 

服務創新 

高教育 

程度成 

員 

財務獨立自主、

財務彈性（福利

政策需求降低） 

政黨競爭壓力

大 

不適用（因 Lowi

的理論未提及此

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  

 

整合上述四個模型的分析結果，本文將影響政府組織創新的

三大類因素歸納在表八，呈現出不同創新的差異，同時說明分析

結果與 Lowi 對管制與分配創新的預期是否相同。首先，基本條

件是組織成員的高教育程度，不論是哪一種創新類型，都會需要

這個條件來建立穩固的組織創新環境，這個發現與李仲彬

（2016b）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根據李仲彬（2016b）對我國地

方政府公務人員的調查分析，繼續攻讀進一階學位的動作，確實

會提升公務人員創新的意願與實際行為。這可能因為教育學習的

機會讓公務人員接觸到更多學術理論，也或者因為學校場域可以

與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接觸，比較能夠激盪創新的想法與執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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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至於年齡的部分雖然只有顯著地影響管制性創新數，但某種

程度也可以說明，官僚內部習慣性的守舊氛圍，若有新興思維的

年輕公務人員進入，對於創新產生也將有一些幫助。  

其次，有關財務資源部分，雖然預算條件不會限制管制性創

新的出現，但卻是服務型創新與分配（福利）型創新的發展要件，

尤其是分配型創新，只有在較不需要倚賴中央政府提供經費補助

的地方，或是有較多財政彈性空間的地方，才會有較多的分配性

（福利）創新出現。本文認為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為通

常需要中央政府補助的地方都是比較偏遠或落後的地區，居住在

該地的居民會比較需要社會福利的協助，但因為偏鄉公務人員通

常較難有繼續接受課程的機會（前面一段所提的「基本條件」較

弱），創新想法的產生本來就會比較困難，現在再加上需要仰賴

外界補助才能夠產生分配（福利）性創新，這些地區人民因為新

環境變化而衍生出的社會福利需求，將更難被滿足；再者，地方

政府通常是最理解在地社會需求的政府層級，若這個需求必須先

透過地方提案，接下來中央補助後才能執行，這樣對於地方需求

的滿足將是沒效率的。至於管制性創新部分，雖然不會受到預算

資源的影響，不論預算資源夠不夠，新的管制作為都會被提出，

乍看起來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可能是管制型創新在「採用」

時並未考慮管制「執行」的行政成本，因此造成許多管制條例如

同虛設，造成管制效果不彰的現象，這樣的創新方式就會如同放

煙火一樣，對於公共治理績效一點幫助也沒有，反而會損害公務

體系的動能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最後，社會環境壓力與需求的影響，模型結果顯示，分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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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型創新通常會受到社會上民眾的需要（人口越多、民眾收入

下降則福利型創新越多），符合常理的判斷。管制性創新也是一

樣，直轄市因為人口密集，社會問題較多，通常會有較多的社會

管制需求，因此也會有較多的管制性出現，本文認為這些都是社

會環境壓力與需求的一部分。至於政治競爭所產生的壓力部分，

資料顯示僅會影響到服務型創新的產生數量，對管制與分配型創

新的影響都不顯著，這一點與前面的文獻探討不盡相同，根據

Lowi 的推論，在一個政治競爭壓力較大、政黨勢力較為均衡、

執政黨更迭較為頻繁之處，管制性政策會較少，分配型創新則會

較多，但本文的研究卻發現，這兩類創新政策都和政黨競爭無

關，政治競爭情形並不會影響其發生機率。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

看，如果這不是因為資料分析品質的問題，那將政策權力環境與

政策類型做結合的公共政策文獻，將需要重新被討論；從實務的

角度來談，這或許是一個好的現象，那就是政黨並未因為競爭壓

力而濫開社會福利型創新政策的支票，也沒有因為選票壓力，就

避免去對人民進行社會或經濟管制，放任社會失序現象。  

陸、結 論 

政策創新在一個持續變遷的社會中，是保持公共治理品質的

重要途徑，可惜的是，政府組織因為公共治理的特殊性，政策創

新變成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產品，如何提升政府組織的創新產

能，在現有體制之下找出關鍵的驅力，也就成為實務上相當重要

的議題。在理論上，過去的政府創新研究，不是在資料上缺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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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多僅以單一個案進行解析，就是缺乏對不同創新類型的比

較，且甚少結合創新類型到公共政策的類型當中，產生政府創新

研究成果的分歧論述。例如李仲彬（2013b）的研究，未考慮不

同類型創新的區別，也缺乏與傳統公共政策的研究對話，導致研

究成果在理論與實務上都有所限制。本文為了改善上述缺失，先

從創新性政策個案的代表性著手，充實創新個案的資料庫之後，

進一步結合縱貫性資料的分析，找出影響不同類型創新政策之因

素，對於上述理論與實務的不足，皆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一、研究發現摘要 

研究發現，不同類型創新政策所受到的驅動因素相異性甚

大，除了提升公務員本身知識深度（教育程度）是各類型創新產

出的不二法門之外，管制性創新受到環境需求很重要的推力影

響，直轄市相對於非直轄市，可能因為社會秩序的混亂或人口的

稠密，社會與經濟管制需求相對較大，因此有相當高比例的管制

型創新出現在直轄市中，是一種環境驅使的現象。分配（福利）

性的創新，則是社會需求的回應加上預算資源的配合，這兩個力

量的支持下，才會推出分配型創新。最後是服務型創新，除了上

述要件必須被滿足之外，政治環境壓力的刺激也是重要影響因

素。  

二、實務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文提出幾點對政府創新發展工作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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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建議。首先，建立獨立的社會福利分配預算來源、提升偏遠縣

市社會福利預算的自主性，資料顯示，分配（福利）性創新顯著

地受到財務的充沛與自主性的影響，財務較佳或是人口增加較快

的大都會地區比較會有社會福利型創新產生，然而，人口多就表

示需要社會福利嗎？從更直接的低收入戶比例、失業率來看，竟

然和社會福利創新數量沒有相關，顯示目前社會福利創新的出現

地區，不一定真的是最需要的地區。總之，分配（福利型）創新

政策受到財政自主性與充沛性的牽絆相當的大，力量大過於社會

問題所產生的需求，常理認為比較需要社會福利的偏鄉地區，地

方政府提出分配性創新的機會因為財務的關係而不足，形成地方

政府之間「福利落差」的加劇，因此，本文建議，因地制宜的社

會福利性政策，應該由中央政府建構一個常設性的經費來源，讓

比較偏鄉的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申請後長期專案撥補，提升偏鄉政

府社會福利預算的穩定性。  

第二，管制性政策的規劃過程，必須加入執行可行性的考

量。資料顯示，管制性政策大量地集中在直轄市地區出現，某種

程度回應了大都會地區社會複雜與社會管制的需求，從公共問題

回應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合理且被樂見的現象。但有趣的

是，資料顯示管制性政策的出現，卻與實際執行時所需要的「財

務資源」沒有顯著的關係，本文認為，這相當可能是管制政策制

定與管制政策執行兩者脫鉤的一種現象。管制政策必須要同時考

量執行該社會管制所需要的政府資源，才能確保管制執行的效果

（張其錄，2006），缺乏後續「執行」將造成政策的空洞化、形

式化，對於政府信任與績效都將是很大的影響，例如訂定怠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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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後，公務機關是否有能力（有財務）確實執行取締？訂定食

品添加自治條例之後，地方衛生機關是否有能力執行檢查與檢

驗？訂定室內溫度管制條例之後，社會是否遵守，是否確實執

行？上述問題都是政策「執行」相關問題。  

第三，盡可能擴充公務人員的教育、學習的機會，例如鼓勵

回校進修學位，或是由機關與學校開設學分班等，都是相當可行

的作法，雖然很多人說經驗比學歷重要，但資料顯示，公務人員

的教育程度不論對於哪一種創新來說，都是具有高度的正向影響

力，顯示外在學習環境的刺激，對創新的產生還是必要的。  

三、未來研究建議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此議題未來還有幾個值得

探索的方向。首先，創新政策「品質」的了解與追蹤，因為本研

究僅考慮有多少創新政策，未考量創新政策本身的品質，未平衡

依變數的「量」與「質」，且因為此資料庫是透過新聞報導資料

庫獲取創新個案的來源，優點是較為全面，但其實也有城鄉報導

失衡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創新的持續性也是一個未來值得追蹤

的議題，究竟哪一類型的創新政策容易被延續，或甚至廣泛地擴

散到其他地方政府；反之，哪些創新很快地就被宣告「終止」，

這些都是有趣的研究方向。  

第二個未來研究建議則是對本研究限制的解套，本研究承

認，本文在資料與分析上還是有許多限制與瑕疵，期待未來進一

步的改進。首先是統計模型分析過程檢測不足的問題，例如當許

多地方政府的創新數量為 0 時，是否還適合用 NBRM 或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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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inflated NBRM 替代，都是未來可以重新思考的；第二，許

多文獻都指出，組織成員的心理狀態（例如工作滿意度、人格特

質、創新的接受度…等）是影響組織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但本

研究缺乏主觀性質的政策環境背景變數，僅以政府統計數值作為

解釋變數，在模型完整性上有相當大的限制；第三，部分自變數

的操作化仍然在效度上有所不足，例如本文以人口成長率代表管

制型政策所要回應的社會環境危機，也許並非一個很好的選擇，

尤其是政策管理者通常會忽略掉那些民眾比較不會有深刻感覺

的議題（Howlett, 2014）。總之，在資料的品質上，本研究還有

許多改善的空間，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資源投入蒐集。  

本文承認在資料品質上必須再加強，才會有足夠的證據來檢

測 Lowi 的政策分類論述，但作者並非想要在這一篇文章當中做

出最終論斷，而只是想要建立一個研究議題的起始點，論述從傳

統公共政策的角度來分析政府創新產出的重要性，因為這將是比

較能讓創新學術研究貼近政治實際場域、公共行政文獻的方式。

政府創新的研究，勢必一定得要考量公共場域當中特有的政治權

力互動關係、管制者與被管制者關係、政府與私部門關係對創新

性政策所產生的影響。為了做到這一點，未來還可以考慮用其他

的公共政策分類方式來區分創新政策，例如依照政府涉入

（ involve）政策的程度所做的強制性、混和性、與自願性政策區

分（Howlett and Ramesh, 1995），或是依照公共資源排他性所做

的零和（zero-sum game policy）與非零和類型（non-zero-sum game 

policy）的政策區分，都是很好的方式，因為很明顯地，這些不

同類型的政策，其在政策產生過程所會遭遇到的阻力與助力是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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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的，尤其是創新性政策通常面對相當高度的資訊不足、不

確定性，政治的力量照理來說應該會有更大的影響空間，而這些

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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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mostly originate from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ervice innovation mainly 

requires the sti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Regulatory innova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initiated by 

municipal cities with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Distributive 

(welfare) innovation is usually a response to social demands 

with budgetary resources. The results obtained above 

produce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innov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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